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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共享能够提升组织创造力和持续竞争优势,激发新生代员工知识共享的内在

动机是提升知识共享的关键环节。文章以378名新生代员工及其直接上级为样本,探索了仁慈领

导对新生代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以及利他动机及德行领导在该影响关系中的中介和调节

作用。研究结果发现:仁慈领导对新生代员工利他性知识共享动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利

他动机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德行领导对仁慈领导与新生代员工利他性知

识共享动机的影响关系有调节作用。当德行领导低时,仁慈领导对利他动机的影响不显著,而德

行领导高时,仁慈领导对利他动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德行领导对利他动机在仁慈领导与新生代

员工知识共享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有调节作用。只有当德行领导高时,仁慈领导对员工知识共享

行为的正向影响才通过利他动机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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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nowledge sharing can enhance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stimulating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employees to share knowledge is a key link in enhancing knowledge sharing. The article
uses 378 new generation employees and their direct superiors as sample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benevolent leadership on the knowl-
edge sharing behavior of the new generation employees,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altruistic motivation and
ethical leadership in this influencing relationship. The results show that benevolent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ltruistic knowledge sharing motiv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employees, and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ltruistic motivation,
it positively affects employees􀆳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Moral leadership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
nevolent leadership and the altruistic knowledge sharing motiv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employees. When moral leadership is
low, benevolent leadership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altruistic motivation; when moral leadership is high, benevolent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altruistic motivation. Moral leadership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ltruistic

motivation between benevolent leadership and the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employees. Only when moral

leadership is high, the positive impact of benevolent leadership on employee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is transmitted through altru-

istic motivation.

Key words︰knowledge-sharing behavior; benevolence leadership; moral leadership; altruistic motivation; Chinese new g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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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现今,知识已逐渐超越了资本、土地等要素成为企业创新和持续创造价值的核心资源 [1] 。知识的承载

者和所有者是知识型员工,而这其中新生代员工又凭借超强的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以及对新知识、新技能

的掌握,成为现代企业人力资本构成的中坚力量。组织在管理和利用知识的过程中,引导员工分享所掌握

的知识,实现个人知识向组织知识的转化,将个人能力上升为组织能力,是企业促进创新、提升竞争力的关

键环节 [2] 。然而,知识共享往往是一种“反常行为”,储存知识同时窥伺他人掌握的知识才是个体的本能反

应 [3] ,出于保有个体竞争优势的考虑,大多数人不愿意进行知识共享。特别是对于新生代员工来说,他们

被反映最多的特质就是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由“理想型”向“现实型”转变的多元化价值观使得他们更注

重个人能力的提升与自我价值的实现 [4] 。一方面,员工保持个体竞争优势与组织保持整体竞争优势之间

存在某种“张力”;而另一方面,知识共享作为一种角色外行为,又很难为正式的奖惩系统所激励且难以受

到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控制。因此,如何激发新生代员工从自利动机上升到亲社会动机,促使员工将知识共

享行为提升为一种自主行为是企业知识管理实践中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是理论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领导者作为企业活动的关键主体,不仅可以通过管理行为、企业制度等来激励下属 [5] ,还可以通过自

身的言行、品格等影响下属的行为动机 [6] ,是影响知识共享行为重要的外部因素。虽然已有系列研究对领

导行为(如变革型领导、魅力型领导、伦理型领导、真实型领导等)与员工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

析 [5-8] ,但大都是以西方领导理论为基础展开的。中西方管理情境的差异性,要求我们应透过中国管理理

论视角去探究中国管理实践问题 [9-10] 。家长式领导作为一种本土特有的、与西方经典领导行为显著不同的

领导方式,包含仁慈( benevolence)、德行(moral)与威权( authoritarianism)三项重要领导元素,是中国管理

情境下东方领导理论的代表性成果 [11]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员工正逐渐成为职场的主力军,他们

崇尚独立与自主、渴望公平和尊重,“一言堂”式的威权领导对于新生代员工已不再适用 [12] 。与之相比,仁
慈领导作为一种对员工工作、生活等多方面的个人福祉表现出个性化全面关怀的领导方式 [11] ,则更能够

与新生代员工彰显自我、注重感受、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相契合,也更容易满足员工的内在心理需求,是引导

新生代员工实现知识共享等角色外行为的有效管理手段 [13] 。通过现有研究回顾,目前关于仁慈领导与知

识共享关系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少数关注仁慈领导与员工角色外行为的研究也多从互惠交换视角探究其

作用机制 [14-15] ,忽视了员工更深层次的内在心理过程。自我决定理论认为,“投桃报李”通常引发的是互惠

动机一类的外在动机,而受外在动机驱动的行为往往不能持久 [16] 。要想使知识共享转化为员工由心而发、
自主而为的行动,应该重视类似利他动机的知识共享内在动机的建立 [17-18] 。因此,员工针对领导个人的感

恩与回报,是否以及何时能发展为更大范围内针对其他成员乃至整个组织的善意进而推动个人知识向组

织知识的转化,是本研究试图探索的主要研究问题。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个体具有自主、胜任、关系三项基本的、与生俱来的心理需要 [19]11-40,而新生代员

工追求自主、注重感受、学习能力强等行为特征更是反映其对自主、胜任、关系三种心理需要的高要求 [20] 。
外部环境因素可以通过支持自主、胜任、关系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增强个体的内部动机、促进外部动

机的内化,进而驱动个体自发地、更加投入地从事某种特定行为 [19]11-40。基于此,本研究认为,仁慈领导会

通过对员工提供关怀与支持,提升新生代员工的胜任感、对组织的归属感以及对自身选择的自主决定感,
强化员工回报组织、提升组织福祉的意识与自信心,激发员工利他动机进而促进其知识共享行为。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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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自我决定理论还指出,外部环境对个体动机促进作用的强弱还取决于个体对环境信息的解读 [16] 。也就

是说,仁慈领导对员工利他动机的影响并不是必然的,下属对领导仁慈的归因不同可能导致不同的影响结

果,而领导者的德行正是影响员工对领导仁慈行为解读的因素之一。过往有关家长式领导的研究,大多是

将仁慈、德行作为相互独立的要素,分别探讨其对相关结果变量的影响,却忽视了两者之间互为增补的内

在联系。仁慈与德行是长久以来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韩愈在《原
道》中就曾阐明,“仁义道德”四个字合在一起才是儒家文化的思想精髓。因此本研究认为,尽管仁慈领导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员工的利他动机和利他行为,但是与单独的仁慈领导相比,“仁德兼备”的领导更

容易激发员工对领导以及整个组织的认同感和使命感,从而更大程度地推动其利他动机以及受利他动机

所驱使的知识共享行为。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以利他动机作为仁慈领导影响新生代员工知识共享行为过程的

中介变量,德行领导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通过构建该模型,一方面,本研究

将拓展现有研究对仁慈领导影响新生代员工内在心理机制的认识;另一方面,通过对家长式领导不同维度

之间的协同影响效应进行探索,还为家长式领导后续研究提供思路。

图1　 理论模型

二、 理论与假设

(一) 仁慈领导与员工的利他性知识共享动机

知识共享动机是“组织成员愿意主动分享知识的热忱” [21] ,分为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外在动机指员

工试图通过知识共享活动获得某种奖励和好处,如组织奖励动机、互惠动机、声誉动机等;而内在动机则是

员工为了从知识共享活动中获得愉悦和满足感,以知识共享本身为目的,较为典型的就是利他动机 [18,21] ,
即知识拥有者完全不受互利主义影响而愿意分享其知识给其他成员,满足于通过分享知识来帮助他人,且
不求回报 [22] 。现有研究在探索仁慈领导对员工的正向影响时,常以社会交换为切入点,认为员工认知和行

为的转变是出于对领导的感恩与回报 [23] 。基于这一视角,仁慈领导更容易激发员工的互惠动机,即知识拥

有者将知识共享行为视为一种礼尚往来的社会交换行为。然而,实证研究表明,外在动机(如奖赏、回报

等)激发的行为后果往往是短期的、被动的,并且更适用于简单、重复性的工作;而内在动机(利他动机)所
驱动的行为则更加自主且长久 [23] 。因此,本研究将跳出社会交换的固有思维,以自我决定理论( Self-Deter-
mination Theory,SDT)为指导,重点探索在控制了互惠动机的前提下,仁慈领导对员工利他性知识共享动

机的促进作用。
仁慈领导植根于中国“家天下”的传统文化之中,也即传统社会所认为的“施恩”,通常被视为一种建

设性的和最受追随者欢迎的领导行为 [24] 。仁慈的领导者会投入精力照顾、关心下属,并在下属遇到问题时

鼓励他们。从这点来看,仁慈领导与支持型领导以及变革型领导中个性化关怀维度有共通之处 [25] 。与仁慈

的领导者一样,支持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也包含着关心下属的感受和需求,提供积极和有益的反馈,并帮

助下属发展必要的技能等内容 [26] 。然而,支持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的目的主要是帮助下属完成工作任务,
而仁慈型领导则是履行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领导者的角色义务 [15] 。这种角色义务的焦点是下属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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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他们的工作任务。这也使得仁慈领导所展现的关心和爱护不仅表现在下属的工作方面,还表达为对

下属个人生活的关注,甚至会延伸至下属的家庭成员。自我意识强是新生代员工的典型特征之一,由品格

因素、情感因素构成的仁慈领导让年轻员工感觉到被关注、被重视,强化了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以及对领导

和组织的归属和依附 [27-28] 。也因此,在这种“人本思想”的影响下,仁慈领导相较于其他领导行为,更能激

发新生代员工超出任务和角色之外的动机和行为。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当环境因素使得个体感觉到更高的自我决定感、胜任感、安全感以及归属感时,个

体的内部动机会增强 [29] 。基于此,我们认为仁慈领导能够激发员工利他动机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仁
慈型领导往往以鼓励辅导为主,明确表达对下属能力及价值的认可。感受到这种认可的下属往往会产生强

烈的自我效能感和自主决定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掌握的知识是有价值的并且有能力帮助他人,这是激发

他们知识共享意愿的第一步。其次,仁慈领导将下属视为家人,像父亲般仁慈地对待员工,对下属工作和生

活的各方面提供照顾和帮助,这会增加下属对领导和组织的感恩和归属感,引发员工回报组织、提升组织

福祉的意识(利他)。为了回报领导和组织,下属会更加投入工作,尽自己所能满足领导的要求与期望,从
而表现出更多的牺牲小我、成就大家的利他精神。最后,仁慈领导还会起榜样作用,激发下属对组织利益相

关者福祉的关心和仁慈之念(利他)。通过向仁慈领导学习,下属会关注组织内其他成员的需求,进而向他

们提供关怀和帮助。此外,已有研究也证实,领导的仁慈会给员工带来温暖的感觉,与仁慈的领导一起工作

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的员工更有可能向他们的同事提供额外的帮助或花费额外的努力来为公共利益做

出贡献 [30] 。吴士健等 [31] 基于中国文化情境,也验证了仁慈领导对员工利他动机的激励作用。基于此,本研

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在控制了互惠动机后,仁慈领导对知识共享利他动机有正向影响作用。

(二) 利他动机的中介作用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个体决定做出何种行为是由相应的行为动机所激发、维持或调节,并且受内在动

机驱使的个体能够更加自主、长久地从事相应的行为 [6] 。知识共享作为一种将自身知识分享给他人的过

程,与个体保有自身资源优势的本能是相悖的。参与者必然是为了满足当下或将来的某种需求,产生相应

的动机才会对知识进行分享与交流 [7] 。因此,有学者提出激励员工的知识共享动机是比知识的取得、储存

及传播更加重要的企业管理工作,因为知识共享动机是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 [32] 。而与外在

动机(互惠、声誉等)相比,利他动机作为一种典型的内在动机,其对知识共享行为的驱动作用更应该受到

管理者的重视。知识共享利他动机的形成是员工将“组织希望的”转化为“自己的内在愿望”的心理过程,
是员工在知识交换过程中形成的有关其价值的一种信念 [18]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当员工进行知识共享是

出于自己的内在兴趣及自我价值的追求,则他们实施知识共享行为的可能性更大且更持久。在这种情况

下,即使没有物质奖励或是他人的知识共享行为作为回报,员工的满足感也会呈现较高水平,因为利他动

机的存在极大地满足了员工的自身价值诉求,使得知识共享过程本身就充满乐趣。相反,若员工因“有利

可图”而产生知识共享意愿,则其知识共享行为就会受到组织或组织内其他员工行为的约束,成功的可能

性较小,且即使成功幸福感也不高 [18] 。
因此,本研究认为利他动机会对新生代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受利他动机驱动,

员工能够在分享知识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与成就感,实施该行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且这种行为是自发

的,不会随着外部的要求或奖励消失而终止。已有研究也表明,员工之所以愿意与他人共享知识,是因为他

们认为知识共享是一种可以帮助到他人的正确行为,并且可以从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感到快乐,并证实利他

性对知识共享行为的两个维度(知识搜集和知识贡献)都有显著正向影响 [22]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

假设:
H2:利他动机对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起正向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首先提出仁慈领导会通过对新生代员工的关怀与支持,满足员工对自主、胜任和关

系的心理需求,增强了员工对自身知识共享能力的信心以及通过知识共享帮助他人的意愿,从而促进了利

他性知识共享动机的形成。而员工个人的利他动机又进一步地会形成一种心理驱力,促使员工做出知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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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行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利他动机在仁慈领导与员工知识共享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 德行领导的调节作用

然而,仁慈领导对员工利他动机的影响并不是必然的。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受到环境力量的支持

或阻止,取决于其对环境信息的探索和解读 [19]43-85。故本研究认为,仁慈领导与利他动机之间的关系将受

到员工对领导仁慈感知和认同的影响,而在此过程中领导的德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从仁慈和德行领导的文化起源来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增补。仁慈领导的文化内涵起源于儒家

思想中的“仁者爱人”。而孔子所说的“仁”包含着一种重要的成分就是“修己和内圣” [33] 。孔子认为,仁慈

是始于自我修养进而获得的内在美德,即上位者首先应培养良好的品行才能获得影响并领导他人的能力。
因此,仁慈领导是以德行领导为前提的,只有领导者具备优秀的个人品质才能在实施仁慈领导的过程中令

人信服,使员工相信领导对自己的关怀与鼓励是真诚的。而德行领导同样无法抛开仁慈领导而被单独提

及。韩愈在《原道》中曾就“仁义道德”四个字展开论述,并指出“道德”只是实现“仁义”的手段,只有以“仁
义”为核心的“道德”才具有社会价值。因此,若领导空有德行而不广施仁政,只能视为一种只求自身修养

的自私之举,是无法得到员工发自内心的顺从与依附的。正如《大学》中“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一句,前者(诚意、正心、修身)是讲个人的自我修养;后者(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说如何造福于他

人。故德行是仁慈的必要条件,只讲仁慈而不顾德行,只能被视为一种舍本逐末的伪善;反之,仁慈是德行

的重要结果,若舍仁慈而空谈道德,则是一种只求自身修养的自私之举。只有德行与仁慈两种领导行为同

时存在,二者互为增补,对下属的促进作用才能发挥到最大。
其次,领导德行高低直接影响着下属对领导仁慈的归因。领导的归因理论认为,领导与下属对彼此态

度、行为的理解和判断会受到自身对对方归因方式及归因结果的影响,而下属对于领导的归因偏差将直接

影响其对领导的信任与遵从 [34] 。Bitter 和 Gardner[35] 指出,领导的性格特征、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关系以及下

属对于领导的认知评价,都可能会影响下属对领导行为的归因。因此,当下属观察到领导在日常工作与人

际交往中表现出有违规范,甚至缺乏道德诚信的行为,此时,领导给予下属无微不至的关怀与鼓励,可能会

被下属进行“伪善归因” [36] ,认为领导的所作所为是有目的的,以自身利益为考量的。这种情况下,领导仁

慈将很难激发下属对领导的感恩和回报。即使有回报之举,也更多是以自利和交换为目的,是针对领导个

人的,而非为了提升组织或组织内其他成员的福祉。因此,在领导失德的情况下,下属对于领导仁慈的不利

归因将大大降低仁慈领导对于员工利他动机的促进作用。
最后,德行领导的存在还可能影响下属对领导仁慈的回应方式。已有研究表明,仁慈和德行两种领导

特质影响下属的作用机制不尽相同。仁慈主要通过感恩图报,而德行更多是通过认同效仿对下属产生作

用 [11] 。如前文所述,仁慈领导对下属表现的关怀和照顾是针对其个人的,因此下属对于领导仁慈最直接的

反应也应该是针对领导个人的感恩和回报。换句话说,仁慈领导所激发的下属的直接动机更可能为互惠动

机,而非有利于组织和其他团队成员的利他动机。由针对领导个人的感恩转变为对其他成员和整个组织的

帮助和回馈,需要下属对领导有更深层次的认同,而这恰恰是德行领导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具体而言,领
导德行高更容易激发下属对领导的认同感,进而会将领导的价值观、愿景进行内化 [37] 。他们倾向于考虑领

导需求,将领导期望与自我期望等同。因而在报答领导时,会忧领导所忧,将组织和其他团队成员的利益视

为自己的利益,将帮助组织实现目标当成自身责任的一部分,从而表现出更多的利他动机和行为。同时,被
下属认同的领导更容易被下属当作角色模范,激发下属对领导行为的学习和模仿。例如模仿领导对自己的

仁慈之举(帮助、照顾、奉献、牺牲等),表现出更多对其他团队成员的关怀和帮助 [22] 。
目前也有少量研究对于仁慈与德行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了验证。Niu 等人以265名台湾员工为样本的

实证研究证实,当仁慈和德行两种领导行为同时存在时,员工的工作动机达到最高水平 [38] 。Wu 的研究表

明,德行领导有助于增强领导仁慈与员工信任之间的关系 [39]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德行领导对仁慈领导与利他动机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德行领导越高,仁慈领导对利他动机的

正向影响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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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仁慈领导会通过激发新生代员工的利他动机进而对其知识共享行为有正向影响。而仁慈领

导对利他动机的促进作用又受到德行领导的调节,即德行领导越高时,仁慈领导对利他动机的促进作用越

强。也就是说,利他动机在仁慈领导与员工知识共享之间起中介作用,且这一中介作用受到德行领导的调

节。领导德行越高,越容易激发员工对领导的认同和学习,从而更多地使仁慈领导对员工的影响通过利他

动机发挥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德行领导调节了利他动机在仁慈领导与员工知识共享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德行领导越高,利他

动机的中介效应越强。

三、 研究方法

(一) 研究程序与样本

根据已有文献对新生代员工的界定 [40] ,本研究将研究对象锁定为16岁到35岁之间的已就业员工。数
据是通过网络调查方式获得,数据采集借助上海某咨询公司的调研网络进行,调查对象为长三角地区企业

员工及其直接主管。问卷收集过程分为两轮:在第一轮调研中,利用咨询公司现有数据库发放问卷,填写德

行领导、仁慈领导、利他性知识共享动机及人口统计学信息,由员工进行填答。首轮发放问卷700份,实际收

回556份;两个星期以后,由这556名员工所对应的直接主管对其知识共享行为进行评价,实际收回407份。
去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共回收有效配对问卷378份。对调查样本的统计显示,378名下属员工中,男性占

63. 8% ,女性占36. 2% ;年龄主要介于20至30岁之间,占77. 2% ;平均工作年资为3. 59年;学历方面以大学

本科为主,占63. 0% ,大专学历占22. 8% 。

(二) 变量测量

本研究主要采用国内外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中使用过的定义及量表,再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加以适当修

改作为搜集实证资料的工具。除控制变量外,变量测量均采用 Likert-5点量表,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完全同意”。

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参照樊景立和郑伯埙 [11] 开发的家长式领导量表(PLS)来测量仁慈领导和德行

领导,其中仁慈领导由5个题项测量,代表性题项如“他(她)会向我嘘寒问暖”;德行领导由5个题项测量,
代表性题项如“工作中,他(她)能够以身作则”。仁慈领导、德行领导两个量表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 89、
0. 91,均具有良好的信度。

利他动机。参考 Wasko 和 Faraj[41] 以及 Chang 和 Chuang[42] 研究中所使用的量表,用3个题项测量利他

动机,代表性题项如“向同事分享知识是一件快乐的事”。在本研究中该量表信度系数为0. 82。
知识共享行为。使用 Bock 等 [43] 开发的5个题项量表,代表性题项如“他 / 她经常与同事分享其经验或

专业技能”。在本研究中该量表信度系数为0. 85。
控制变量。以往有关员工知识共享的研究表明,员工的人口统计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工作年

资也会影响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 [23] 。因此,本研究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处理。此外,为强调利他动机

是除互惠动机之外,仁慈领导影响下属的另一重要途径,本研究在预测利他动机以及随后的知识共享行为

时,还对互惠动机进行控制,以排除互惠动机在仁慈领导影响下属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四、 数据分析和结果

(一) 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检验关键变量“仁慈领导”“德行领导”“利他动机”“知识共享行为”之间的区分效度以及各个测

量量表的相应测量参数,本研究采用 Mplus 7. 0对上述关键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44] 。
为评估因子模型的契合性,本研究分别报告了下列指标变量 χ2 ( chi-square)、RMSEA( root mean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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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of approximation)、TLI( Tucker Lewis Index)、SRMR( standardized summary of the average covariance re-
siduals)、CFI(comparative fix index),对四因子模型、三因子模型和单因子模型进行对比,这些指标能够有

效地表现出理论模型相对于独立模型( independence model)或空模型①(null model)的整体拟合优度。在上

述指标的判断标准中,RMSEA 要小于0 . 08,SRMR 要小于0 . 06并且越小表明模型拟合得越好,而 TLI 与

CFI 均要大于0 . 9并且越大越好 [74-76] 。结果显示(见表1),四因子模型吻合得比较好( χ2 (129) = 406 . 529,
p < 0 . 01;SRMR = 0 . 050;TLI = 0 . 899;CFI = 0 . 915;RMSEA = 0. 075,[0. 067,0. 084]),且这一模型要显著地

优于其他数量的因子模型的拟合优度,表明测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χ2 df SRMR TLI CFI RMSEA
90PercentC. I. of RMSEA

Low High
四因子模型 406. 529 129 0. 050 0. 899 0. 915 0. 075 0. 067 0. 084
三因子模型 a 511. 370 132 0. 053 0. 866 0. 884 0. 087 0. 079 0. 095
三因子模型 b 680. 505 132 0. 079 0. 806 0. 833 0. 105 0. 097 0. 113
三因子模型 c 672. 106 132 0. 080 0. 809 0. 835 0. 104 0. 096 0. 112
单因子模型 d 1305. 563 135 0. 122 0. 595 0. 643 0. 151 0. 144 0. 159

　 　 注:N = 378;a 代表仁慈与德行领导合并;b 代表仁慈领导与利他动机合并;c 代表德行领导与利他动机合并;d 代表所

有的题项归为一个因子。

(二)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分析结果

为验证变量间的研究假设,我们首先对相关研究变量的均值、方差和相关系数进行计算分析,分析结

果(见表2)表明知识共享与仁慈领导( r = 0 . 27,p < 0 . 01)、利他动机( r = 0 . 39,p < 0 . 01)显著相关。利他动

机与仁慈领导( r = 0 . 39,p < 0. 01)显著相关。这些结果与我们的研究假设的方向基本一致,为假设的验证

提供了初步的证据。

表2　 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方差和相关关系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 性别 0. 36 0. 48 1
2. 年龄 2. 89 0. 84 - 0. 12∗ 1
3. 教育程度 2. 75 0. 69 - 0. 15∗∗ - 0. 04 1
4. 工作年资 3. 59 1. 25 - 0. 21∗∗ 0. 61∗∗ 0. 06 1
5. 互惠动机 3. 10 0. 87 0. 01 - 0. 10 0. 10∗ 0. 03 1
6. 仁慈领导 3. 15 0. 76 0. 02 - 0. 07 0. 07 - 0. 01 0. 63∗∗ 1
7. 德行领导 3. 28 0. 76 0. 05 - 0. 08 0. 07 0. 01 0. 57∗∗ 0. 73∗∗ 1
8. 利他动机 3. 69 0. 68 0. 10 - 0. 02 0. 01 0. 01 0. 42∗∗ 0. 39∗∗ 0. 41∗∗ 1
9. 知识共享 3. 72 0. 63 0. 02 0. 11∗ 0. 03 0. 08 0. 36∗∗ 0. 27∗∗ 0. 27∗∗ 0. 39∗∗ 1

　 　 注:N = 378;∗∗表示 p < 0 . 01,∗表示 p < 0 . 05(双尾);性别:“0” = 男,“1” = 女;教育程度:1. 大专以下,2. 大专,3. 本科,
4. 研究生,5. 硕士以上;年龄:1. ≤20岁,2. 21—25岁,3. 26—30岁,4. 31—35岁,5. ≥36岁。

(三) 假设验证

为对原假设模型(见图1)进行验证,本研究首先采用层级回归检验模型包含的直接效应;其次,采用

Preacher 和 Hayes[45] 提出的 bootstrapping 算法(20000次重复抽样)对利他动机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并得

到95% 显著性水平下的置信区间。最后,遵循 Edwards 和 Lambert[46] 的分析程序,将德行领导作为调节变

量加入模型中,采用 Preacher 等 [47] 的方法,计算调节变量取不同值时,间接效应的大小并用 bootstr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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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计算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大小。假设检验结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　 层级回归结果

变量
利他动机 知识共享行为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控制变量

　 性别 0. 13(0. 07) 0. 13(0. 07) 0. 11(0. 07) 0. 05(0. 07) 0. 02(0. 06)
　 年龄 0. 04(0. 05) 0. 03(0. 05) 0. 04(0. 05) 0. 13∗∗(0. 05) 0. 12∗∗(0. 05)
　 教育程度 - 0. 02(0. 05) - 0. 02(0. 05) - 0. 03(0. 05) 0. 01(0. 04) 0. 01(0. 04)
　 工作年资 - 0. 01(0. 04) - 0. 00(0. 03) - 0. 02(0. 03) - 0. 01(0. 03) - 0. 01(0. 03)
　 互惠动机 0. 33∗∗∗(0. 04) 0. 23∗∗∗(0. 05) 0. 18∗∗∗(0. 05) 0. 25∗∗∗(0. 05) 0. 18∗∗∗(0. 05)
自变量

　 仁慈领导 0. 19∗∗∗(0. 05) 0. 08(0. 06) 0. 06(0. 05) 0. 01(0. 05)
中介变量

　 利他动机 0. 27∗∗∗(0. 05)
调节变量

　 德行领导 0. 22∗∗(0. 06)
交互项

　 仁慈领导 × 德行领导 0. 13∗∗(0. 04)
R2 0. 18 0. 21 0. 25 0. 16 0. 22
△R2 0. 03∗∗∗ 0. 04∗∗∗ 0. 06∗∗∗

F 16. 47∗∗∗ 14. 98∗∗∗ 15. 12∗∗∗ 11. 62∗∗∗ 15. 11∗∗∗

　 　 注:N = 378;∗表示 p < 0 . 10;∗∗表示 p < 0 . 05;∗∗∗表示 p < 0 . 01。

1 . 直接效应。假设1提出,仁慈领导对利他动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验证该假设,本研究以利他动机

作为因变量,依次将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年资、互惠动机),自变量(仁慈领导)放入回归

方程。表3中 Model 2结果显示,仁慈领导会正向影响员工的利他动机(β = 0 . 19,p < 0. 001),假设1获得了数

据的支持。进一步地,假设2认为,利他动机与员工知识共享行为正相关。表3中 Model 5结果表明,利他动机

对知识共享行为正向影响显著(β = 0 . 27,p < 0. 001),假设2得到验证。
2 . 中介效应。假设3提出,利他动机中介了仁慈领导与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直接的关系。bootstrapping

(20000次重复抽样)结果表明,利他动机在仁慈领导与知识共享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为0. 05,在95% 置信

区间下,检验结果不包含0(LLCI = 0. 02,ULCI = 0. 09),中介效应显著,假设3获得支持。
3 . 调节效应。假设4提出,德行领导会强化仁慈领导对利他动机的正向影响。表3中 Model 3结果显示,

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的交互项对利他动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 0 . 13,p < 0 . 01)。调节效应如图2所示,
领导者表现出的德行越高,仁慈领导对员工利他动机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假设4得到验证。此外,简单斜率

分析的结果表明,德行领导取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和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仁慈领导对利他动机的正向影

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由 β = - 0 . 01,p > 0 . 05变为 β = 0 . 18,p < 0. 05),进一步为假设4的成立提供依据。

图2　 德行领导对仁慈领导和利他动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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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假设5进一步提出,德行领导对仁慈领导的调节作用会通过利他动机对知识共

享行为产生影响。如表4中的结果所示,当德行领导低时,利他动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为 - 0. 00,在95% 置

信区间下,检验结果包含0(LLCI = - 0. 05,ULCI = 0. 04);当德行领导高时,利他动机的中介效应显著,为
0. 05,在95% 置信区间下,检验结果不包含0(LLCI = 0. 01,ULCI = 0. 10)。进一步地,bootstrapping 法得到的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大小为0. 03,且在95% 置信区间下,检验结果不包含0( LLCI = 0. 01,ULCI = 0. 07)。以上

结果对假设7提供了数据支持。

表4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调节变量
中介变量:利他动机

B (SE) LLCI ULCI
德行领导低 - 0. 00 0. 02 - 0. 05 0. 04
德行领导高 0. 05 0. 02 0. 01 0. 10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0. 03 0. 02 0. 01 0. 07

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了仁慈领导通过影响新生代员

工的利他动机进而影响其知识共享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以及德行领导在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通过对

378名新生代员工的数据调查,本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在控制了互惠动机后,仁慈领导对新生代员工利他

性知识共享动机有显著促进作用。其次,利他动机是解释仁慈领导影响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重要中介机

制。即仁慈领导通过提升新生代员工利他性知识共享动机,对新生代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有显著促进作

用。最后,德行领导调节了仁慈领导与员工利他性知识共享动机之间的关系。当德行领导较低时,仁慈领导

对员工利他性知识共享动机的影响不显著;而德行领导处于较高水平时,仁慈领导对员工利他性知识共享

动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一) 理论意义

首先,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理论研究对仁慈领导影响员工知识共享等角色外行为机制的认知。
现有研究认为仁慈领导影响下属的主要方式是激发下属的感恩和回报,多采用社会交换的视角分析仁慈

领导的作用机制。而本研究结果证实了仁慈领导除了引发员工对领导自身的感恩和回报,还有可能引导员

工将这种回报之举扩展至组织和组织内其他成员,从而提升员工的利他动机,使得员工能够更加自主、持
久地从事如知识共享一类的角色外行为。另外,过往研究对领导行为与员工知识共享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屡

见不鲜,然而大多是以西方企业作为研究背景。对于这些结论在中国企业中是否适用,在东方文化熏陶下

衍生出的领导方式对员工知识共享的作用机理是否会有所不同,已有研究并未给出明确答案。与西方追求

独立、平等的企业文化不同,在中国文化观念中,领导与下属具有较为明显的等级观念,下属将领导视为应

当遵从或是模仿的对象,领导多以一种类似家长的角色存在。因此,本研究选取仁慈领导作为前因变量进

行研究,在华人企业中是必要且具有典型性的。本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弥补了知识共享领域已有研究对中国

情境下的领导方式的忽视,证实了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仁慈领导对知识共享的良性作用,且这一结果与过

往研究保持一贯性。
其次,与已有研究从社会交换或理性行为的视角出发,将知识共享视为由外部因素激发的被动性行为

不同,本研究重点关注内部的、自发的心理因素在员工知识共享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表明,随
着新生代不断进入职场并逐渐成为主力军,企业员工对自主性的要求越发凸显出来 [40] 。独特的成长背景

使得新生代员工习惯于以自身感受作为判断和行动的标准。同时,对新生代员工尤其是知识型员工来说,
家庭及个人财富有一定积累,生存压力较小,致使外部条件对其工作动机的影响大大降低,内部心理需求

成为主导个体行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非工具性动机在知识共享过程中的积极影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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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了知识共享过程并非仅仅是简单的“等价交换”,还蕴藏着复杂的心理机制,员工心理需求的满足在此

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进一步对知识共享的研究形成有益补充。
最后,本研究还证实了德行领导对仁慈领导影响效应的强化作用。自樊景立等提出三维度家长式领导

构念以来,学者大多将仁慈、德行、威权三个维度作为独立变量进行分析,少部分研究曾探讨不同维度之间

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 [38-39] ,但由于样本选择等一系列可能存在的问题,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性的结

论。本研究结论证实了德行领导对仁慈领导与知识共享动机的关系的调节效应,即当德行领导较低时,仁
慈领导对利他动机的影响不显著;而德行领导处于较高水平时,仁慈领导对利他动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本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一方面是对已有研究结论的补充与印证,另一方面也为家长式领导相关研究提

供新的探索方向。

(二) 管理启示

首先,仁慈领导与德行领导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其在中国情境下的管理有效性已被反复验证。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生代员工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有了新的理解和定义,但本研究结论证实了仁慈领

导与德行领导对于新生代员工,尤其是在激发新生代员工的利他性动机方面,仍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因此,企业在对新生代员工管理过程中,应重视领导仁慈和德行的运用,一方面,需要各级管理者以身作

则,提升自身德行修养,做出道德表率,成为新生代员工的榜样与楷模,进而获得新生代员工的认同与效

法;另一方面,在与新生代员工相处过程中还需领导者多表现出对新生代员工的肯定与称赞,更多的体恤

与关怀,使得新生代员工从内心里产生对组织的责任意识,通过以身作则地引导、潜移默化地感化,最终激

发新生代员工超出正式职责之外的组织期望行为。
其次,组织在激励员工知识共享的过程中,应重视员工利他性知识共享动机。知识共享应该是一种自

愿行为,其最为重要的特征是自愿而非受迫于人。尤其是对于新生代员工来说,“威逼”或是“利诱”对于促

进员工知识共享本就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管理理念,在此策略下,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激发员工知识共享的

数量,但对于长期的、高质量的知识共享行为激励效果并不显著。因此,组织不能简单依赖于制度、规章的

制定,企图通过正式的组织规范来强迫员工分享工作经验与专业技能,而应该将鼓励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

重点放在培养员工对组织的情感和责任意识,挖掘员工在知识共享过程中能够获得的兴趣和满足感。
最后,单纯的仁慈领导行为对新生代员工的影响效果有限。在仁慈领导与员工知识共享的关系中,德

行领导起着不容忽视的强化效应。这提示管理者,在领导德行没有满足员工的内心期望标准的情况下,领
导所表现出的对员工的关怀与鼓励很可能会被视作一种“伪善”,被认为是领导以自利为目的的行为,对
员工的工作动机起不到激励作用。因此,管理者在表现仁慈领导行为的同时,应注重自身品德的修养,要做

到表里如一,由心而发地真诚对待下属,给予他们关怀与支持。只有这样,员工才能由衷相信,领导对他们

的善待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企图博取他们的好感,借机为自己谋取利益。而在这种情况下,员工才会受到

仁慈领导的激发,产生将自己掌握的知识、经验、技能分享给同事的想法,以求对组织发展有所贡献。

(三)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通过纵向设计的方式,采用多时间点来源的数据,更加准确地刻画了变量之间的关系。尽管得

到了一些有益的结论,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虽然本研究在数据收集时采用的是两阶段、非同源的

研究设计,但是理论模型中的自变量(仁慈领导)与中介变量(利他动机)是在同一时间点且均由员工自己

填答的,可能使部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受到同源偏差干扰且不利于推断变量的因果关系。在未来的研究

中,应该尝试采用纵向追踪调查或情境实验法来进一步验证变量之间的关系。其次,本研究关注的是个体

层面仁慈领导、德行领导对员工知识共享动机及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事实上,无论是仁慈领导、德行领导

还是员工的知识共享都可以上升到团队或部门层面。结合目前跨层次研究的趋势,未来可以进一步考察仁

慈领导、德行领导在团队层面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以及团队知识共享氛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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